
 
 



  槟 城 极 乐 寺  
 

 极乐寺《龙藏经》：反映晚清华侨政策的一瞥 
 

（一） 

 

槟城本极乐寺的发展，是由 1891 年建立在阿依淡白鹤山上一座木构

大士殿(1)，发展成福建鼓山寺的海外别院，再后来演变至今日东南

亚历史性宗教名胜。这 座东南亚最宏大的华人寺庙，在 19 世纪末

到本世纪的一些初期历史片段，可以部分反映晚清政府的华侨政

策。 

 

尤其是清廷在 1904 年罕见的颁赐《龙藏经》给当时尚在建设期间的

极乐寺；更证明了当时清廷曾高度评估极乐寺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其发展和传教受到了清廷的重视。 

 

这一间佛寺也相当罕见的保留了据该是光绪帝笔迹和慈禧太后笔迹

的文物。其中署名是慈禧太后御笔的是“海天佛地”4 字，这由右到

左的 4 字横题被雕塑在万佛塔 前的牌楼上；牌楼外，远眺下方是槟

城岛景，与远处的海天一色。光绪则为“大雄宝殿”题字。 

 

在中国佛教史上，极乐寺开山长老妙莲，很可能是唯一曾往北京请

得《龙藏经》，并获赠紫衣殊荣的东南亚寺院住持高僧。他在极乐

寺藏经楼留下的《龙藏经》和“ 奉旨回山”的仪仗牌以及“钦命方丈”

的匾额，说明了在清代末期，极乐寺曾经受到慈禧太后把的大清皇

朝重视垂爱有加。 

 

《龙藏经》是清朝唯一的御刻大藏经，也是中国最后一部木刻板汉



文大藏经，印刷不到两百部(2)。在过去，看《龙藏经》并不容易，

尤其是清末《大藏经》要向 皇帝申请，由皇帝批准了才颁送，四川

峨嵋山才有一部大藏经，几大名山才各有一部(3)。 

 

俗家姓冯的妙莲和尚，33 岁出家，1884 年任鼓山方丈，1885 年托

钵南洋群岛，1887 年重到槟城住持广福两帮共同之香火庙广福宫；

一直到 1891 年 方才开始极乐寺基业。1904 年，61 岁，获颁《龙藏

经》两部(4)。中国虽然也有妙莲长老一样是禅净双修、兼传临济与

曹洞法脉的方丈，但各寺方丈能像妙 莲长老一样的获得殊荣礼迂，

能一次迎请两叩《龙藏经》，是少见的。 

 

极乐寺的规制，原来只是鼓山分院，在 1904 年是一间建立不到 13

年的庙堂。初建即能受到钦赐，而且，也连带崇福寺获颁《龙藏

经》(5)，两寺同获圣上钦赐；妙莲长老留下了罕见的例子。 

 

海外佛寺及其住持，能获得这种殊荣，其背景因缘，堪值回顾探

讨。 

 

（二） 

《龙藏经》其实是《乾隆大藏经》的别称，它之所以称《龙藏经》

是由于这一佛经论的总集是“龙廷”钦命极点颁布的版藏经，它的另

一简称是《清藏》。 

 

《乾隆版大藏经》是由清雍正 13 年(1735)年乾隆 3 年(1738)，在北

京以明代的《北藏》为底本，经过增派修之后刻印的雕板藏经。整

套《乾隆版大藏 经》其中有 718 函，1 千 662 部 7 千 168 卷，装潢

取梵夹式(6)。 

 



清廷编整《龙藏经》，和清代的多方限制《龙藏经》的颁布设“僧录

司”的措施；一方面表达了从山海关入关的统治者，重视佛教的教化

安民作用，另一方面则也反 映了清廷不欲民间佛教经典混杂，僧事

活动过多引致思想混乱，影响其社会安定(7)。在那个时代，拥有全

套的佛典，并不是任何寺庙的财力和能力所及，由朝廷 编整刻印的

经典，并选择性的御赐经典给较少历史悠久或影响深远的佛寺，作

为“钦赐的殊荣”，也就说明朝廷对佛寺的重视与认可其地位。 

 

纵然雍正信佛，乾隆亦崇信佛法，但这里边还有个民族问题与政权

的利益。 

 

根据《极乐寺》卷 2 页 22，《妙莲和尚传》记载妙莲请经的经过：

“适漳州崇福寺主法无人，屡以为请，师苦不获，然未几逐退，复归

极乐寺，建海会塔，甲辰北 上燕都，请《龙藏经》两部，荷德宗帝

赐以法衣等物，其经则分供于极乐寺，崇福寺。……而师之年亦六

十一矣(8)。 

 

可知妙莲长老是在开山极乐寺之后，一度曾主持漳州崇福寺。他是

在 1904 年主持了崇福寺，又回归极乐寺之后，才北上取经。御赐妙

莲长老的《龙藏经》有两部，除了一部到南洋收藏在，另一部则藏

在漳州崇福寺。 

 

另外，根据清僧录司的谕贴记录，妙莲长老请经的要求，是在农历

七月二日，传达朝廷办理；我们可以知，当年处理妙莲长老请经的

是内务大臣。谕贴说明：“根据 槟榔屿鹤山极乐寺僧妙莲禀称，在

英国（按：指半殖民地）蒙众善信捐助新建极乐寺丛林十方常住一

座，为祝要道场，未请藏经，曾经刑部书奎、商部侍郎陈，并十 化



寺住持灵山胄广住持庆然等加结前来，并有槟榔屿领事护

照……”(9) 

 

据谕贴清廷是在九月初，正式确定颁布《龙藏经》给极乐寺。另外

御赐给妙莲长老个人的殊荣，则是“敕赐极乐寺禅寺钦命方丈，御赐

紫衣钵盂杖銮驾全副，回山护国佑民。”(10) 

 

据《极乐寺志》，妙莲长老在第二年，（乙已）季秋（1905 年

秋），“得旨回山”，一回山之后，便开坛建醮 4 月 19 日，以告成

功。丙午年，妙莲把本山法席交托本忠法师继位方丈，便回到闽

南，翟年农历七月十二示寂於崇熙寺。 

 

对妙莲和尚和极乐寺来说，迎请《龙藏经》可说是一件极盛大事。

妙莲长老在中国大陆北上南下，风尘仆仆了一年才回到极乐寺，开

始建醮迎经谢圣恩。极乐寺为此“又付迎请藏经费用共银五千捌百元

以上。(11) 

 

（三） 

从历史背景来看，妙莲长老赴北京请得《龙藏经》南来之际，已经

是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失势之后；亦是 1900 年义和团

庚子事变之后。此际真正掌握朝政主持大局的，是以慈禧太后马首

是瞻势力。 

 

在目前中国国内的一些寺庙，尚可找到《龙藏经》，较为人知的，

则是慈禧太后赐给日本西本愿寺的一 目前收存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

馆(12)。另外，较少为国际学人注意的，是清廷慈禧太后主政时

期，以皇帝名义御赐给极乐寺的一套《龙藏经》。 

 



可是，在清代，清廷对海外颁赠《龙藏经》并非只有一处，但亦不

异常。国内几大名山才各有一部；向国外颁赠，当然存在了其特殊

意义。 

 

从极乐寺兴建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清廷之所以重视极乐寺，其中

有一条人事脉络，起了重要的作用。 

 

极乐寺全部工程，历 15 年完成，总计建筑费 19 万 9 千 6 百馀大

元。根据《碇）屿鹤山极乐寺碑》载：乙未（1895 年）季春，则有

侨领张君振勋，张君煜南等 6 人同发慈心……。”翻本这 6 位主要的

倡建助缘人的，我们可以知，其中张振勋（弼士），张煜南、谢荣

光、戴春荣、邓景责任极乐寺的 5 大总理，除郑景贵之 外，其他 4

位都是历任清廷驻槟领事(13)。而据张弼士等人赠送邓景贵方寿

屏，我们亦可知郑景贵，亦曾经捐银 10 万，作为清廷在安南对法国

战争的捐输 (14)，另一方面，发出护照予妙莲长老上京请《龙藏

经》的当时领事其实便是谢荣光的女婿梁碧如(15)。上述各人都曾

获清廷封官衔，而且与张弼士相知 (16)。我们可以相信，妙莲长老

得於北上讲经，可能是得自其中的渊源。 

 

值得考虑的是张弼士的角色，他在促成妙莲长老请经的过程中，是

否是过很大的作用？ 

 

早在 1889 年，张弼士已曾应清廷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左秉隆的号召，

捐助中国水灾。1891 年他又曾应盛怀宣之邀回华参与铁路筹办。在

他总领事的任内及任 后，也先后曾参与大清银行及商务、铁路的筹

办。1903 年他更大规模回华投资，受到慈禧太后召见。1904 年春

天，张弼士又再一次受慈禧太后召见，面呈南 洋召商的情况。张弼



士作为南洋富商却关心朝政，并一再希望中国通过振兴事业，建立

富强；他本身也身体力行。这个人也是代表了当时倾向民族立场，

主要海外华 人向中华认同的人物(17)。极乐寺初建，张弼士个人捐

款最多，计 3 万 5 千元(18)。足以说明，他重视极乐寺，寄望振兴

佛教与教化社会作用。 

 

1904 年 9 月，妙莲长老到北京请得《龙藏经》。同一年的这个月，

张弼士也备受清廷皇恩浩荡，提升太仆寺少卿张弼士为太仆士正

卿，并担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务 大臣，督为闽广铁路，负责海外招商

及推动各地总商会成立。同一时期，张弼士也兼任槟榔屿管学大

臣，在槟城积极推动中华学堂(19)。 

 

妙莲法师获颁《龙藏经》，并获得御赐紫衣的年与月，正好清廷对

张弼士任命的年与月，都是相等，恰巧相同。 

 

上述情形可以反映出，当时助建极乐寺的张弼士，其意见已影响了

清廷最高统治机构的南洋政策，也反映清末满清皇朝对南洋华人展

开统战的其中一些事实。由此可见，极乐寺之受钦命眷顾是时机际

会所然。 

 

这其中的缘故，固然也是由於妙莲方丈个人的修为受到尊重；朝廷

对他 1885 年起就一再南洋奔跑四方，传播宗教与文化的开拓精神作

出了肯定。同时，这何尝不 是由於清廷光绪未年，政策改变？清廷

已从南洋华人一再获得捐款和投资，理解到争取南洋华人人心与资

本的重要。 

 

极乐寺出现之前，新加坡、马来半岛、以至印尼等地，并没有任何



正规华人佛寺，妙莲长老在阿依淡鹤山开山，并不只是代表着临济

与曹洞二宗的法脉南来，也代表 着与整个和中华文化融为一体的北

传佛教信仰，在东南亚正式有了庙宇，在东南亚开枝散叶。随之

后，《龙藏经》南传，从某一角度，可以视为清廷对南洋华人的拢 

络与文化政策，亦可以视为清廷了解宗教对民间之影响。 

 

（四） 

这一时代，清廷已发现到海外华人是一股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

对海外华人的政策，经从雍干嘉时代的冷漠、怀疑、仇恨，转向拢

络与团结。而身处他人管制的土 地，一般上华人面对的是种族不平

等及殖民压迫，亦更容易激发民族心态，对中国益发靠拢感情。清

政府对极乐寺的“钦命”，可以反映了清廷对外华人宗教信仰， 也有

了“主权”的意识；并且藉着对海外佛教的“钦赐”象征它对海外华人

的“皇恩”，巩固华人对清廷的归向心。 

 

我们可以把清朝末年向外华人的垂死挣扎前的努力。不过，在那个

时代，清廷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加以传统以来华人受忠君

爱国思想的熏陶，海外华人当时 的民心及认同感，最先无可避免会

投射在这个政权之上。因此，《龙藏经》等大水肿皇朝的钦赐物有

着积极意义。物件到达极乐寺，无疑也会鼓舞海外华人的民心， 象

征了文化纽带的重系，有助加强民族意识。 

 

这一颁赐对妙莲本身、极乐寺，以至整个弘扬佛教的声势显然也很

有利。它代表了海外建寺的努力受到国内的肯定，为极乐寺的扩建

造势。 

 

今畅方时代环境，已不是张弼士和妙莲长老的年代，但是极乐寺和



清廷扯上关系而留下的文物，却为海外华人本世纪初的民族认同，

留下一项重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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